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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国家实验室以及类似的公共创新平台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在整个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以技术转移效率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了当前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研究的进展，对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各个模式进行了分类及评价。另外，在现有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还梳理总结了可能影响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因素，并归纳梳理了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与不同转移模式之间存在的关联，从而为指导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最后，本文总结我国需要推进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实证研究，并且指出价值网络扩散会是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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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s and the Effect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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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s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similar public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have experience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have alway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ntire n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up-to-date literature on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by taking the famous contingent effectiveness model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n classify the various modes of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evidence, we also list out a set of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national laboratories in general, and then summari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different transfer modes. We conclude that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is desired regarding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ssues on 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value networks mode, which can be a possible way to transfer nation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could be the current research gap and clearly awaits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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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国家实验室一般以大型科研平台为标志，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和完备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因而目前与国家实验室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美国国家实验室系统的讨论。
技术转移（非国际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Zhao和Reisman在1992年对技术和技术转移在各个领域的涵义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学研究。并指出：在管理学领域，技术转移的角色一般作为企业活动的载具，为技术转移参与者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并带给其合作企业以回报。在定义上指有关于“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的转移，且应与单纯的设备流转区分开来[1]。技术转移的研究对于管理学的理论意义不言而喻，而对于政府和相关政策制定者来说，技术转移活动由于其天生的对社会经济效益和科技创新的影响力，成为政府调控与规制的重点，体现出同等重要的实践意义。
几乎是同期地，国家实验室向工业界的技术转移从80年代起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而随着美国政府对于技术创新战略的加强重视和一些列技术转移法案的颁布，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也成为了科技公共创新平台向私营企业进行技术转移中的重要关注点。
为了识别未来有关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研究空白和可能的热点，同时为我国国家实验室相关课题的展开做好先行铺垫，本文梳理了60余篇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研究的文献，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对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各个模式进行了分类及评价，梳理总结了其影响要素，并归纳了不同模式的影响要素变迁，以作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参考。

2 技术转移模式与影响要素研究的分析框架
本文所讨论的技术转移研究更关注于同一国家内的不同领域、实验室和政府、产业之间的互动，而与国际技术转移相关研究不同。Bozeman分别在2000年和2015年于《Research Policy》上撰文对以大学和政府所属的实验室为主体的技术转移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著名的依赖效率模型[2,3]。在模型中，他将技术转移分为了五个要素，分别是：转移主体、转移媒介、转移物、转移受体和需求环境。同时，因各个要素的影响效果和考察角度不同，Bozeman将已有文献中评判技术转移效率的标准归纳为七个不同的类，分别是：“走出门”原则、市场影响标准、经济发展标准、政治回报考量、科技人才资本建设效果、机会成本影响和社会价值改变。这些要素分类以及关于技术转移的评价指标形成了本文对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文献综述的分析框架。

3 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的分类
学术界有关技术转移模式的讨论多见于国际间技术转移的形式的研究中[4,5]。有关国内的技术转移模式分析，梅元红等曾以清华大学为例对高校技术转移的模式进行过一定的调研和探讨[6]。对于国家实验室而言，技术转移的模式与高校相比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细节上又有显著区别。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和美国商务部在2017年出版的关于2015财年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报告中提到，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典型载体/媒介包括专利授权和特许、合作研发条约（CRADA）[7]。此外，大量存在于报告中的案例和分析以及相当数量文献也表明，商业孵化（Spin-off/Incubation）[8]和科技产业园（S&T park）[9,10]也是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的形式之一。
随着对国家实验室研究的阶段不同，对技术转移模式关注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以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来看，技术转移的模式可以由转移过程中所包含的创新的开放程度以及技术转移主体与市场联系的紧密度来划分，分别为创新维和实践维。这两个维度将技术转移模式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1所描述。在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的早期，技术转移模式相对封闭，按照实验室距离商业行为的远近分为技术授权和商业衍生两种。随着政府对技术转移干预的增强以及不同领域间研发上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技术转移行为也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在这一阶段，国家实验室的技术开始采用合作研发的模式，以及未来潜在地，利用包含多方面参与者、更加开放和靠近市场的价值网络来进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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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技术转移的模式分类
（1） 技术授权
技术授权作为技术转移最典型也是最直观的模式，是在90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实验室面向工业界技术转移时的常用角度。技术授权一般来说以有限的几种形式存在，包括专利授权或转让、版权特许等方式。Bozeman于1994年对政府所属实验室早期技术转移效率进行了评估。在这份研究中，他以问卷的形式考察了实验室通过专利授权进行技术转移的情况。在问卷中，各实验室负责人被要求从“专利是否被授权给了企业使用”和“专利是否已产生了一定的商业效益”两个方面评价实验室的技术转移成效[11]。值得注意的时，在早期的研究中，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专利授权数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规则性：相当一部分实验室几乎没有对工业界的专利授权，而某些实验室则有数量庞大的授权记录。
利用技术授权作为衡量技术转移常用方式的研究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2003年，Rubenstein对美国农业部面向社会的专利授权进行了统计，并细分至不同子领域。他论证了农业部的专利授权活动并非时单纯利益导向的，并且研究使用了“社会价值”来作为评价技术转移的标准，指出专利授权活动对于不同的社会价值影响不一[12]。此外，由于技术授权的普适性，在世界其他国家内类似的研究中也被一直使用，以日本为例，尽管没有类似于美国的庞大的国家实验室系统，其区域公共技术中心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Fukugawa在2009年通过专利计量的方式分析了影响日本区域公共技术中心进行专利授权活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了科研人员的人数以及实验室对授权的鼓励机制，指出在技术转移的不同阶段，相应影响授权活动的因素也不同[13]。
（2） 合作研发
国家实验室作为公有领域科研的核心机构，利用其自身优势和工业界实验室对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可以算是科研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这种模式下，技术本身就会产生大量转移。以美国为例，1980年颁布的Stevenson-Wydler技术创新法案和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特别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设计了实施方案，名为“合作研发条约”（CRADA）。从此合作研发成为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界技术交流最重要的桥梁之一，而有关于此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2003年Adams等通过对220家和国家实验室有CRADA协议的工业界实验室的统计，论证了类似于CRADA的合作研发协议对于国家实验室和企业二者进行成功的技术转移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企业从中的收益可能会更大[14]。2001年Jaffe和Lerner在对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研发趋势的调查中，同时分析了实验室的专利申请情况和实验室参与CRADA的数量。研究发现，随着合作研发相对于专利授权越来越为公有科研机构所青睐，国家实验室在技术转移上的成效要比早期显得更为成功[15]。
（3） 商业衍生
在有关国家实验室的讨论中，商业衍生多数情况下是以国家实验室的商业孵化行为出现的。无论是依托实验室的某项关键技术而诞生的产业还是实验室人员出走成立的初创公司，在这些行为中都包含了技术转移的过程。商业衍生模式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是以大型研究机构/群落（包含大型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科技产业园（S&T Park），里面通常包含了和研究机构/实验室有紧密联系的企业。这两种形式相互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例如，科技产业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从国家实验室孵化出来的企业。
商业衍生的行为贯穿于国家实验室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随着实验室各个阶段的使命和行政环境不同而有所起伏。在公有科研领域兴起技术转移的早期（80-90年代），受里根时期政策的影响，美国国家实验室会更多地选择合作研发（CRADA）[14,15]，商业衍生得到实验室内部的支持相对有限。Markusen和Oden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通过访谈的方式调查了由Los Alamos和Sandia两家大型国家实验室衍生出来的33家初创企业，以考量它们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两家实验室更倾向于和大型企业签订CRADA进行技术转移。相比之下，技术通过初创企业而转移到私有领域的数量较少[8]。
进入2000年以后，由公有科研领域发展出来的商业衍生的规模开始有所扩大。作为公有领域国家实验室的一种，NASA下属实验室同样是积极推行技术的商业衍生。其模式也与美国能源部其他国家实验室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有关NASA生命科学领域的技术成果在市场和经济上的价值衍生的研究[16]表明：NASA在商业衍生上更倾向于主动识别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然后通内部的财政刺激或公开发布等手段应用到商业上。
（4） 价值网络
开放式创新自从2003年被Chesbrough首次提出以来[17]，逐渐成为创新管理领域的热点。尽管开放式创新最开始是为以企业为视角的创新活动提出，对于国家实验室而言，作为类比，其创新（包括技术转移）活动也同样正经历一个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的过程。实验室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从相对孤立的技术授权到后来的以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界实验室的合作研发为主。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自然的引申或倾向便是讨论更为开放的、包含了更多不同知识领域的技术转移模式，即“价值网络”模式。在企业的视角下，价值网络包含了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一系列参与者[18]。类似的，现代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作为价值扩散的一种方式，其过程中包含了参与管理的大学、政府机构、其他同级别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企业乃至具体的商业成果实现后的使用者，且这些主体通常不止一个。因此，技术在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包含有不同主体参与的网络的特征。作为少数例子之一，2017年Keller等从网络合作的角度检查了和Lawrence Berkeley国家实验室有合约的私营企业的数据，证实了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19]。

4 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影响要素
尽管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所遵循的模式有着清晰的划分，影响技术转移行为的可能因素却是多种多样的。刘泽政等在对地方高校的讨论中将影响技术转移的因素分为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方面分别展开描述[20]。对于国家实验室而言，由于其使命和技术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上与大学相比应有所区别[2]。影响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因素也应按照依赖效率模型的五个要素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通过对1980年以来有关技术转移的文献梳理，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影响因素集，里面包含了学术界对于国家实验室（或类似的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
	转移主体
	转移媒介
	转移物
	转移受体
	需求环境

	内部文化
科技人才资源
技术角色
行政冗余
组织规模
	项目数量
	
	内部文化
企业能力
技术角色
	地理因素
政策法规


（1） 内部文化
内部文化同时包含了实验室和受转移企业的科研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对于技术转移的态度，这些涵义通常会在实验室或企业内部的制度上体现出来。在通过商业衍生进行技术转移上，Markusen和Oden的研究表明国家实验室内部的科研文化对于实验室人员进行初创的积极性的影响通常是巨大的[8]。Mowery和Ziedonis对从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衍生出来的36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同样印证了实验室内部文化，特别是体制上对于初创企业的扶持程度、对于技术转移过程的规制以及相应的财政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是左右了商业衍生的积极性[21]。2015年Geisler和Turchetti则验证了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对于技术的成功商业应用有着共同的影响[22]。
（2） 科技人才资源
作为国家实验室的典型优势之一，其充足的科技人才资源是进行成功技术转移的重要保证。对人才资源的考量包含了科技人才的数量和人才素质水平。Fukugawa对日本区域公共技术中心的研究[13]以及Mowery等对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的研究[21]都证明了技术转移活动显著依赖于实验室的科技人才资源。
（3） 技术角色
技术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实验室或工业界实验室的科研倾向——在这里指实验室会更加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例如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大型实验室）或是更偏向特定领域的实际应用（例如美国国防部、农业部下属的实验室）。Rahm等[23]、Jaffe和Lerner[15]分别以问卷和专利计量的方式分析了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角色，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专注应用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在技术转移中的表现更为优秀。有趣的是，Bozeman和Saavedra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在合作研发模式中，若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界实验室所扮演的技术角色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例如，一方从事基础研究而另一方专注应用），则会明显促进合作研发产生的技术转移成效[24,25]。
（4） 行政冗余
行政冗余通常表现为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时所受到的来自内部行政上的阻力。在实验室开始技术转移的早期，对于具体转移过程的不熟悉以及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官僚作风普遍存在。为特别考察实验室行政冗余的状况，Bozeman以多个指标（例如实验室雇佣新人员和购买新设备的平均时间）量化了官僚程度，发现相对于私有领域（工业界）实验室，联邦政府所有的实验室确实在制度上更加官僚一些，并以此证实：精简高效的制度确实会显著提高技术转移的成功率[26]。
（5） 组织规模
国家实验室的组织规模即为一般意义上的实验室“大小”。可以由实验室的科研经费数额或总雇员数量来衡量[11]（注意在这里应和科技人才资源中的科研人员数量区分开来）。
（6） 项目数量
项目数量即国家实验室参与到的技术转移相关项目（包括合作研发）的数量。Adams等对美国国家实验室参与CRADA的情况考察证明了合作研发项目数量确实是技术转移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14]。
（7） 企业能力
企业能力关系到技术转移受体在吸收和消化被转移技术时的能力，通常与该企业的规模、整体科研水平、在当前行业深耕的程度以及参与技术转移的经验有关。Hertzfeld在NASA生命科学研发的衍生产品的研究中指出：相对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特别是之前有过相关合作的企业，从NASA的技术转移项目中获益更多[16]。
（8）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实验室接触实际商业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从高校的案例类比来看，技术转移的主体如果毗邻高科技企业集中的区域，那么其在技术转移上的表现会更好[27]。国家实验室尽管相对于高校在技术转移上的机制有所不同，其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是类似的（事实上国家实验室在地理上相对更加隔绝）；特别是在商业孵化上，技术转移的成效受限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Markusen和Oden在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8]。
（9） 政策法规
在促进国家实验室进行技术转移的行政手段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国在80-90年代颁布的一整套技术转移相关的法案。1980年的Bayh-dole法案和Stevenson-Wydler 技术转移法案为国家实验室将原本属于联邦政府的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打开了大门，随后1987年颁布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TTA）则进一步提出了对于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相关参与人员的资金上的鼓励，并对合作研发（CRADA）设定了具体的实施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法律颁布实际上伴随着美国从 “自由市场”理念到逐渐重视政府支持的重要性这一转变过程。特别是里根政府时期，其政策的制定逐渐体现了“合作技术范式”的兴起[11]。这一导向使得美国大学和政府所属实验室技术转移更倾向于使用合作研发（CRADA）的模式[23]。
在实际的研究中，Rahm等[23]、Jaffe和Lerner[15]都从不同侧面观察到了这段时期政策变革给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活动带来的冲击。更具体的文献是2011年Link等对Sandia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自1970年到2009年的专利申请数据的跟踪研究，然后以时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上述三个法案对于国家实验室专利申请活动的影响。最终表明联邦技术转移法案由于规定了适当的财政刺激机制，对于国家实验室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更大[28]。

5 分析与讨论
根据之前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不同的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模式，由于相关联的要素不同，可识别出的影响技术转移成效的因素的组合也各不相同。对于现有的实证研究，表2整理出了各个技术转移模式的影响因素所对应的文献参考。在此视角下，有一部分影响因素在各个模式下是共有的，例如受转移企业的能力，同时会影响国家实验室进行商业衍生和合作研发的活动，而对于技术授权则暂时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其关联，一个自然的解释是：技术授权更多时候关心的是技术从国家实验室流转出去，对应于依赖效率模型中的“走出门”标准，而商业衍生和合作研发则明显地取决于受转移企业能否消化技术。此外，某些特定的因素还会只依赖于特定的技术转移模式，以地理因素为例，其对商业衍生的影响可以由商业衍生行为对地域的敏感性来解释，而技术授权和合作研发则并不明显依赖双方的地理距离。
表2 实证研究中不同技术转移模式下可能影响因素
	
	技术授权
	商业衍生
	合作研发
	价值网络

	内部文化
	[11,13]
	[8,21]
	[22]
	

	科技人才资源
	[13]
	[8]
	
	

	技术角色
	[11]
	
	[15,23–25]
	

	行政冗余
	
	
	[15]
	

	组织规模
	[11]
	
	
	

	项目数量
	
	
	[14]
	

	企业能力
	
	[16]
	[14]
	

	地理因素
	
	[8]
	
	

	政策法规
	[14,15,28]
	
	
	



6 结论
当前我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这一课题更是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我国科研人员应该借鉴现有的文献，通过实证对我国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有效模式及影响要素进行深入探索，并与国际经验和范式进行比较研究，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文献做出理论贡献。
另外，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尽管还缺乏数据验证，但价值网络作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新模式已经广泛受到关注。随着开放式创新范式成为主流，国家实验室通过价值网络进行技术转移将会是未来潜在研究热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仍然缺乏充足的文献来描述价值网络模式下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考虑到价值网络模式的复杂性，相对于合作研发、技术授权与转让以至于商业衍生行为并非是完全孤立的，影响其他三种模式的因素也都可能出现在这种模式中，同时也是未来可以深入探讨的方向。此外，上述结论会对国内未来的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研究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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